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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哲学：方法论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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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汉语哲学自兴起以来的几年中已经形成了大致的领域和方向。在汉语哲学的多重意义中，

方法论乃是一个核心。作为方法论的汉语哲学揭示了许多先前未被发现和认识的视野和问题。汉语

哲学通过分析和比较语言与哲学问题的演化，说明“Being”问题仅是由特定语言形态带出的问题而

不具普遍性。通过对人类语言总体趋势和乔姆斯基生成理论的反思，汉语哲学从人类语言共同的分

析化趋势和普遍语法，揭示人类共同的心智结构与可传达性的关系。汉语哲学从语言际的理想意义

的设想切入语言哲学，分析不同语言在表达世界和事物秩序时的差异，以揭示出人类共同心智结构

与认知差异的关系这个未明的哲学问题，亦分析和阐明了与语言秩序对应的三种世界和事物的秩序

及其语言际的可传达性的程度。汉语哲学的方法论视角令人认识到：汉语哲学主要关涉形而上学、

认识论、语言哲学和逻辑等理论哲学的问题以及语言科学与脑科学等问题，而与实践哲学领域无多

大干系。同样，汉语哲学与教汉语说哲学或民族性等问题，也没有关系。汉语哲学是一种理论的因

而普遍性的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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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哲学：可传达性及其限度

引 言

作为一个新兴的哲学领域，汉语哲学已经开辟了若干研究方向。经过研究和讨论，现在已经可以确定，

汉语哲学关涉形而上学、认识论、语言哲学、语言科学、脑科学和逻辑等学科，以及哲学翻译和东亚传统

哲学等范围。如果再将视野扩大，那么人们可以看到，不同文明和不同宗教之间的交流、理解，彼此之间

共同点和差异的探讨和发现，亦落在汉语哲学的关切之内。

人们对此或会质疑，这些学科和领域原本就是哲学的场所，汉语哲学的介入具有何种新的意义和作

用？进一步地，人们或许还可追问，汉语哲学又以何种方式介入这些既有的领域？对此，合理的回答是，

汉语哲学从几种不同的角度和方式介入这些领域，发现或揭示了许多新的问题。在这些角度和方式之中，

方法论就是重要的一个。这就是说，汉语哲学，除了其他的意义之外，它同时就是一种方法论。这一点最

为典型地体现在对“Being”问题的处理。汉语哲学作为方法论，就此问题它所要追问的，并不限于如何翻译

这个概念，而是要深入探讨为什么与其对应的概念和词语先前在汉语里面不存在，相应的观念在汉语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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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付之阙如，而这种缺乏揭示了关于世界的何种认识和理解。

人们关于世界的认识不仅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而且也只有凭借语言才能够进行，而从历史上来说，一

种语言的语法、词语和其他形式的特征不仅体现了操这种语言的人的认识方式，他们关于世界的知识的独

特性，而且反过来也会影响和制约这种认识的进行和相应知识的形成，同时亦会影响和制约他们对待世界

和自身的行为。印欧语系语言的系动词和形态就与一种特定的本体论直接相关，而这使得操这个语系语言

的人群——主要是哲学和科学研究者——产生了关于事物及其秩序的特殊看法。在古代，人们更是倾向

于将语词等于实际的事物，而把语言的时间秩序视为事物本身的秩序。这种秩序反过来或进一步会制约和

影响人们对自然和人类社会之间关系的看法，甚至将它们视为自然和人类社会之间关系的秩序，或其根本。

作为一种方法，汉语哲学着重研究那些赋予这类词语以意义的语言与其他语言之间差异的哲学意蕴，以及

语言秩序与事物秩序之间关系的哲学意蕴。

从既有的研究情形来看，汉语哲学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理解，它由此形成了不同的领域和方

向。从广义上来理解，汉语哲学既关涉前面所说的哲学各类基本的和专业的问题，也从事传统哲学的重新

阐释。有一些学者将汉语哲学理解为后一类研究，从而使汉语哲学几乎等同于中国古代哲学以及部分东亚

古代哲学。我认为，汉语哲学的核心应当居于前一类问题的领域，即研究和处理从汉语哲学着眼而从这些

学科和方向中揭示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它们直接与形而上学、认识论和语言哲学等相关。这样来理解的

就是狭义的汉语哲学，所研究和处理的问题都相对专业亦即技术化。从国内哲学研究的现状和汉语哲学的

进展来看，狭义的汉语哲学的研究相对而言要艰难一些，但是，它突出地体现了汉语哲学作为方法论的作

用和意义。

本文从汉语哲学整体着眼，分析和探讨它所揭示出来的主要问题和可能的领域，并同时分析和界定相

应的观念，揭示汉语哲学方法论的意义、效果和面临的难题。

一、新视野之下的新领域

汉语哲学方法论的第一层意义和效果就是揭示了一个新视野，在这个视野之下，哲学的新领域、新层

面和新角度就显露了出来，新的问题从而也就在熟视的既有现象之中呈现出来，而后者需要以新的方式、

概念和观点来理解和研究，无疑，这也就会导致新的见解。

（一）视野即观点

科学革命的范式理论向人阐明了人类认识和行为转向的方法论的契机。人们如果以现成的知识、常识

乃至成见来解释他们所熟悉的现象、事物及其秩序，就难以促进知识的扩展，甚至令人处于错误的判断之

中而不自知。但当人们从一个新的角度着眼，以新的原则、理论、方法和实验仪器来看待、解释和处理常

见的或已经观察到而无法解释的现象时 a，这现象就会向人们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并且还会展示更多先前

被遮蔽的关系。“无论如何，范式确实导致科学家们以不同的样式看待他们研究 - 关涉的世界。只要他们对

那个世界的唯一依赖是经由他们的所见和所行，那么，我们就要说，在革命之后，科学家是在应对一个不

同的世界。”b当人们以日心说来看待地球与太阳以及其他行星时，他们所观察到的世界及其秩序发生了根本

的变化。爱因斯坦理论之下的宇宙之于牛顿物理学之下的宇宙，也出现了同样的差异。

汉语哲学作为一种新视野，它的方法论意义和作用与科学范式相似。不过，与科学范式不同，汉语哲

学只是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而并没有提供根本不同的原理、方法和理论。它只是通过汉语哲学这一着眼

点揭示了先前不为人所知或被人忽略的哲学的一些层面和领域，一些重要的方式和问题。

然而，即便如此，作为一种新视野，一种新的方法，人们以此考察先前所熟知的现象和哲学问题时，

这些熟知的现象和古老的问题就会别开生面，展现出独特的性质。比如，长期为“Being as being”或“Sein”

a		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p. 10.

b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p. 111; 参见科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1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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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困扰的人们，如果考虑到现代哲学不再讨论这个问题，而且现代科学也不再支持这样的哲学追问时，

那么，传统汉语哲学之中这样一个问题付诸阙如，没有相应的概念和术语，对此，我们的思考方向就不应

当一再追问，汉语哲学在先前的时代遗漏了什么，而是应指向如下的方向：这个问题的哲学意义局限在什

么样的范围，甚至在人类认识的历史上是否为多余的劳作，尽管是有益的无用功，就如人类历史中无法避

免的迷信或天圆地方的知识一样。当然，我们也可以追问，在历史上印欧语系的哲学之中，它为什么是不

可避免的。这里可以断言，在古代，汉语哲学所思考和表达的存在及其秩序与印欧语系若干语言所思考和

表达的存在及其秩序之间的区别，分别受到了语言本身的结构和形态的影响，于是，这种差异在哲学上就

导致了相当不同的理论现象。因此，今天，出于传统和习惯等原因，关于“Being as being”或“Sein”问题的

研究虽然不会轻易消失，但是，通过对比古代汉语哲学中这一问题的缺失以及现代哲学对这一问题的放弃，

人们是否还需要考察和研究，这一问题究竟是为哲学思考带来了思想的负担，还是加深了人们对世界的认

识？或者更准确地追问，它在哪些方面促进了哲学思考，而又在什么意义上乃是无用之思。

康德首次明确而有力地将“Being”问题归结为语言的和逻辑的功能。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他对此有

一个清楚的说明：“是显然不是实在的谓词，也就是说，不是关于任何一种东西的概念，这种东西可以增加

到一个事物的概念之上。它纯然是对一个事物或某些规定本身的断定。在逻辑应用中，它仅仅是一个判断

的系词。”a 因此，康德认为，“上帝是全能的”这个命题，包含“上帝”和“全能”这两个概念，它们都有自

己的对象，而“是”不是另外的一个谓词，它仅仅发挥了以与主体相关的方式设定谓词的作用。b 康德的分

析表明，具有特定功能的词语虽然在表达关于事物的认识中发挥了关键而一般的作用，但这仅仅是这类语

言的特殊功能。反观汉语，古典汉语没有固定的系词，却并不妨碍对事物的认识，而近世发展出来的系动

词只是相当单纯而明确地发挥联结功能，而几乎不衍生出其他功能和意义。

就此而论，我想稍微谈一点语言史的事实以佐证和加强这样的分析。在 20 世纪上半叶之前，许多语言

学家和其他学者认为汉语是一种不发达的落后语言，汉语没有语法，而先进的和发达的语言都有复杂的和

完善的语法，尤其是屈折语那样的语法。c自 20 世纪以来，一些语言学家开始认识到，当代世界最为流行

的语言英语事实上趋向于分析语，而到 20 世纪末本世纪初，主流的语言学家们则认为，现代语言发展的趋

向就是分析语 d，虽然在语言发展史上现代这一概念要比人们通常理解的时段要长得多。而汉语则一向就被

认为是一种分析语，分析语在 19 世纪被语言学界主流判定为一种幼稚的语言。现代语言学的成就颠覆了这

种成见，原本被认为相当落后的汉语，与今天世界最强势亦被认为最发达的语言不仅具有相同的性质，而

且同样代表了语言的发展方向。英语从一种综合语持续向分析语的发展，以及印欧语系诸语言同样的发展

轨迹由于大量的研究而变得越来越清晰。但是，与此同时并且相应地，若干语言学家，尤其是汉语语言学

家——当然主要是西方学者——通过研究也初步得出结论说，汉语在古代或是屈折语。这样，汉语也就

被赋予了一个向现代语言主流方向发展的历史。

无论如何，语言学这个进展和相应的观念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汉语的看法，也改变了对语言性质的一

a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B626，译文参照《康德全集》第 3 卷略有改动，第 392 页。德文原文如右：“Sein ist offenbar kein reales Prädicat, d. i. 

ein Begriff von irgend etwas, was zu dem Begriffe eines Dinges hinzukommen könne. Es ist bloß die Position eines Dinges oder gewisser Bestimmungen an sich 

selbst. Im logischen Gebrauche ist es lediglich die Copula eines Urtheils.”

b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B626—627。

c		“拉丁语、俄语、德语及波兰语等是颇为典型的屈折语，而大多数的印欧语系语言在一定程度上都算是屈折语。然而屈折语并不只存在于印

欧语系的语言，其他语系的语言亦有可能在某程度上算是屈折语，像芬乌语系中的某些萨米语，如斯科尔特萨米语（Skolt Sami）即为其例，

而亚非语系的很多语言也算是屈折语。”引自维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1%88%E6%8A%98%E8%AF%AD.

d		Deutscher 认 为，“And most worrying of all, why do linguistic structures only seem to disintegrate when one follows them over the course of time?” 他 又

说：“The Indo-European languages, for example, have seen a marked drift towards shorter words and simpler word-structure (or ‘morphology’, in linguistic 

jargon).”——分别引自 Guy Deutscher, The Unfolding of Language An Evolutionary Tour of Mankind's Greatest Invention,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5, p. 260, p. 268. “古英语亦为一种屈折语，虽然现代英语保有部分屈折语的词形变化，如动词第三人称现在时单数形结尾加 -s 的规

则，但现代英语的词形变化已大量减少。有学者认为法语和保加利亚语的变格规则已大大简化，故法语及保加利亚语的语法基本上朝向分

析语的方向发展。”引自维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1%88%E6%8A%98%E8%AF%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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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看法。比如，屈折语具有复杂的语法和词法，但它并不是一种语言发达和完善的标志。虽然多伊彻提出

了双向发展的理论，即语言在现代的发展过程中依然有回归词的复杂格位性变化的圆圈运动的可能，但他

看到的现象只是一个方向，即越来越简单的单词和词 - 结构。a

虽然从形式上来看，古代屈折语精巧的结构总是令人惊叹，尤其可惊叹的是人类祖先是在无意识的情

形下建筑了如此复杂的结构。今天人们已知的语言有 7000 多种 b，而在其中屈折语当是多数。如果考虑到

那些在历史上已经消失的语言，那么这个数量就会更多。在这几千种语言中，真正为人们认真研究过的只

是极少数，而在今天被用作主流语言的就更是少之又少。面对人类语言的这样一种丰富的现象，许多问题

和疑问就油然而生，尽管有一些基本性的问题永远也难以获得答案了，比如人类的语言是如何自然地形成

的？现代语言学家虽然为若干语言构拟出上古的语音和文字阙如时代的句法，但是语言的形成过程在今天

就只能是现代人的理论设计，即构拟。同样困难的问题是，人类的语言是从同一种语言衍生而来，还是有

着不同的起源？或者更为复杂的情况，各自独立起源的语言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彼此融合，又相互分离，

它们的源流就不是单一的，而是混合的？

由此而观语言学和汉语本身，许多新的问题就自然而起。结合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理论，首先的一个

问题就是，人类共同的心智结构如何承载如此之多的语言结构，而语言在形式上的趋同又表明人类心智结

构在某些方面的趋同。汉语分析化的历史和原因究竟是什么？这一点后面分析汉语哲学与生成语法理论时

会详细讨论，不过这里可以先提出一个可供思考的现象。汉民族在历史上乃是一个文化的民族，在其形成

和演化过程中同化了许多其他族类。汉语的分析化受到这种同化的影响，已经为语言史所证明。而这种影

响是否就是多种语言的共同作用，从而导致语言形式的合理化？

从语言的发展来看，现代语言越来越趋向于简明、高效，以适应更复杂的表达方式的要求。而综合语

与分析语之间的区别，可用围棋与象棋之间的区别来对比，规则越简单，棋局就越可以演变出复杂的变化。

现代知识越来越复杂，而语言形式越来越趋于简明，语言容纳变化的能力就越来越强，就越能够适应表达

复杂的世界和事物及其秩序和规则。c

哲学史相对于人类语言史来说，要短得多。当我们考察汉语的发展时，汉语这种极早的分析性特征，

是否为认识准备了有效的结构，而不是妨碍了人们的认识？这种认识的转变，必然也就带来对汉语表达包

括哲学思想在内的各种知识和思想能力的看法。先前无论在西方还是在汉语学界，许多对汉语哲学思想和

活动持怀疑的态度就深受若干语言学的影响。高本汉认为，语言乃是最有效的思维工具，汉语作为这样一

种工具可以解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d 因此，仅仅对汉语形式本身看法的改变，就导致了许多哲学问题的消

失和产生。石毓智说，“通常人们认为，‘因为汉语缺乏形态， 所以词序和虚词显得特别重要’这句话应该倒

过来说，因为汉语选择语序作为自己最重要的语法表现手段，所以语法标记或者形态相对就比较少或者不

那么重要。这一论断可以从人类语言发展的共同规律和类型学的研究成果中得到支持”e。这个论断直接可以

接上前面的论断，因为汉语不存在复杂的系动词及其形态变化，所以“Being”的问题也就不会出现。而在英

语越来越趋向于分析词之时，“Being”的独立意义也同样越来越弱。

（二）哲学语言

自现代汉语哲学的转向和发展之初，日本人从欧洲的主要语言中将哲学这一概念和词语引入汉语，而

a		Guy Deutscher, The Unfolding of Language An Evolutionary Tour of Mankind's Greatest Invention,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5, p. 268.

b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anguage.

c		石毓智说：“斯坦福大学著名历史语言学家 Poul Kiparsky 教授在研究了大量印欧语言的发展历史后，得出结论：SVO 语序是最佳、最经济的

语法手段（optimal structure），用以表示句于最重要的语法关系，动词居中作为参照点，其前的为主语（通常为施事），其后的则为宾语（通

常为受事）。原始印欧语言是 SOV 语序，最近一千年来有不少已经变成了 SVO 语序或者开始向 SVO 语序转变。一种语言在由 SOV 向 SVO

的转变过程中，一个伴随特征是大量丢失形态标记。英语是其中一个典型例证。现代英语跟汉语一样，都是 SVO 语言，但是一千年之前的

英语则是属于 SOV 类型的。”（石毓智：《汉语语法化的历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6 页）

d		高本汉：《汉语的本质和历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年，第 3 页。

e		石毓智：《汉语语法化的历程》，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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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翻译和介绍，西方哲学家和其他学者关于汉语的消极评价亦为汉语学界所知。因此之故，汉语是否适

合于哲学思维的问题，以及更进一步的质疑，汉语思想中是否包含哲学的内容，即一般所谓关于世界、知

识、理性、道德与审美以及语言等观念及其论证，就与现代汉语哲学并驾齐驱，直至今天依然还时而刺激

人们的神经。 

汉语与印欧语系诸语言分属两个语系，彼此拥有相当不同的语言结构和形态，从语法、语音到文字，

汉语及汉藏语系代表着人类所有语言中不是唯一也是极其特殊的形态。在启蒙运动之后，尤其是 19 世纪在

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等方面取得巨大进步、现代语言学逐渐形成之时，特别是在有关印欧语系的研究

取得长足进展之时，西方语言学者对汉语也做了初步的研究。这些看起来以现代方法所从事的研究，得出

了一些其实并不科学的结论。以语言来断定特定族类的文明与野蛮，是自古以来的习惯，譬如西方主要语

言中野蛮的或野蛮人这个词就来源于对陌生语言的指代。

在现代早期语言学家中，洪堡算是对汉语持比较客观态度的一位，他指出了汉语的若干优点，但是，

在事关科学和思想等重要之点上，他却对汉语持有消极的评价。“拿汉语来说，我得承认它的形式或许比任

一其他语言的形式都更好地突出了纯思维的力量，正是由于汉语摒弃了所有缩小的、会起干扰作用的联系

音，才使得心灵能够更全面、更有力地把握纯粹的思想……虽然如此，即使是最坚定地捍卫汉语的人恐怕

也会意识到，汉语并没有把精神活动确立为真正的中心，使得诗歌、哲学、科学研究和雄辩术以精神活动

为出发点同样成功地繁荣起来。”a 综观他的基本观点，洪堡对汉语的态度可以用一个俗语来说，就是抽象肯

定，具体否定。虽然他的评价留有余地，但他的基本诊断就是：汉语乃是一种不发达的、停滞的古老的语

言。在下文，我将概括洪堡有关汉语的主要评价。

首先，洪堡认为汉语是一种古代的、不发达的语言。这种观点在当时颇为流行，不是洪堡的独创。洪

堡认为，以“一目了然的语法表达和自由伸屈的音节构造发展”为标准 b，汉语与梵语处于两个极点，汉语是

这个标准的另一面，即缺乏清楚的语法和屈折的音节。因此，梵语是发达的语言，而汉语是不发达的语言，

或者汉语是古代的语言，而梵语是年青的语言。c 因为，汉语到现代为止一直保持古代的形式，所以在洪堡

看来，汉语缺乏语言的创造力。d

其次，汉语缺乏表达一般概念的词语，比如，他举例说，汉语只有哥和弟，没有德语中一般意义的兄

弟（Bruder）。由此，他得出结论说：“这个特点可以归因于较早时期的未开化状态。那个时候，人们力图用

词直观地表述事物及其特性，缺乏抽象的思考方式，这就导致人们忽略了概括起若干差异的一般表达，导

致个别的、感性的认识领先于知性的普遍认识。”e 在这里，值得关注的一点是，洪堡把汉语的性质与操汉语

族类的性质关联了起来，他在谈到汉语语音的孤立与分离的特征时，也将它与民族习惯联系了起来。f

当然，作为一个严肃的科学家，洪堡也不得不对他所不理解的汉语的一些现象做出肯定，这样，他自

己的观点就不可避免地包含了矛盾。洪堡说：“汉语所具备的外在的语法越少，它的内在的语法也就越多。

渗透到汉语之中的语法观念是合乎逻辑的现念，这一观念给汉语带来了适当的语序，并且必将通过运用在

这种正确地建立起来的语序而在人民的精神中继续发展。”g 汉语的语法特征究竟是什么，这是今天依然尚未

获得共识的难点，但词序对汉语结构的重要性则受到了洪堡的肯定。但是，洪堡引证那个时代的汉学家雷

缪萨的话说，“汉语独到的优点表现在它具有偏离其他语言的系统”h，然而，正由于这一点，汉语实际上缺

乏在他看来作为语言的最重要的作用，即就如上面所说的那样，作为科学、哲学和艺术的表达手段，它要

远远逊于梵语，甚至闪米特诸语言。i

洪堡关于汉语的论断直接为黑格尔所采用，即认为汉语缺乏确定的语法 j，所以汉语哲学就缺乏规定

性。k 他强化洪堡原本基于其对汉语的认识而做出的判断，即中国人有一个显著的民族特性：“凡是属于‘精

神’的一切——在实际上和理论上，绝对没有束缚的伦常、道德、情绪、内在的‘宗教’‘科学’和真正

abcdefghi		洪堡：《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年，第 299、393、318、194、368、

       282、351、316、316 页。

jk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年，第 127、1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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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艺术’——一概都离他们很远。”a当然，其原因也可能是别的什么，不过，黑格尔还是谈到了汉语在

其中的作用：汉语的“文字对于科学的发展，便是一个大障碍。或者，相反地，因为中国人没有一种真正

的科学兴趣，所以他们得不到较好的工具来表达和灌输思想”b。

即使在现代中国学术界，这样的观点还有其遗响。国内有语言学家从汉语语法特点诠释中国传统哲学

的特点，认为：“古代中国人不善于抽象的理论思维，而善于凭经验直觉行事。”为此所举出的证据一如下

例：“在口语中一些比较抽象的概念常常用具体的词来表达”，“在日常生活中，一般人更爱用形象的词汇，

而不用或少用抽象的词汇”。c上述说法几乎是近两百年前洪堡和黑格尔观点的翻版，只是这种观点的推出

太过随意，而非认真研究的结论。致命的是，在世界语言学界的主流观点承认分析性乃是语言发展的基本

趋势之时，此位作者还在重复一百多年前的欧洲语言学界的陈词，认为汉语缺乏印欧语系诸语言的词的形

态变化等语法标记，句子之间缺乏连接词，而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缺乏严格的逻辑就与此有关。d 该作者认

为，“如果从词序来考察，汉语是一种‘绘画型’‘临摹型’的语言，即汉语词序的先后反映实际生活经验

的时间顺序”e。这个结论同样出于对语言发展的现代趋势茫然无知。该位作者还认为：“中国的古文不标点，

不分句，不分段，一气呵成。现代的标点符号是从西方输入的。”f 这个判断的错误就在于，绝大多数——

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古代文字是没有标点符号的。

一种语言是否适合哲学活动，或究竟哪种语言更适合于哲学活动，在近现代是一个经常被提起的话题。

莱布尼茨曾经评论过德语的优点和缺点，他认为，德语有两个缺点：第一，欠缺“心灵搏动的一些表达及

德行和罪恶等与道德或政治有关的表达方式”；第二，欠缺“抽象而幻化的认知表达方式，包括逻辑和形而

上学等术语”。而德语的优点在于：“大凡一切涉及可以被吾人用五种感官能力去掌握的事物，特别是涉及物

质世界的事物，和技术及手工艺方面的事物，德国人于语言表达上都已达致一很高的水平了。”g 由是而观，

德语就不适合表达哲学思想，莱布尼茨很少用德语写作或许与此有关。

不过，黑格尔则认为，德语最适合成为哲学语言，因为德语本身就包含辩证法的因素。在《逻辑学》中

他强调，“德国语言在这里比其他近代语言有许多优点；德语有些字非常奇特，不仅有不同的意义，而且有

相反的意义，以至于使人在那里不能不看到语言的思辨精神”h。因此，在黑格尔看来，德语原本就包含了对

立统一的因素。“一种语言，假如它具有丰富的逻辑词汇，即对思维规定本身有专门的和独特的词汇，那就

是它的优点；介词和冠词中，已经有许多属于这样的基于思维的关系。”i 与德语相反，黑格尔认为汉语则简

直还没有或达到这样的程度。j 德语经康德的手笔之后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的哲学语言，并且德语从正式进入

德意志地区大学课堂成为学术语言到黑格尔时代，也才一百多年时间。不论黑格尔评价如何，运用乃是德

语成为一种学术的和哲学的语言的唯一途径。

对黑格尔以汉语来反衬德语的哲学性，钱锺书在他著名的《管锥编》第一篇《论易之三名》中提出了反

驳。他认为，汉语原本也富有包含对立两义的词语，这可由他从汉语古籍中拣出的许多语例证明。k如果套

用黑格尔的说法，那么这就表明，汉语自古就是一种适合于思辨的语言。

洪堡认识到语言的发展变化，这当然是一个洞见，但他所持的是当时的主流观点，即语言的发展方向

是从非屈折语到屈折语，而“汉语则不同，它完全沿着另一条道路发展，始终如一地遵循着自身的基本结

构原则”l。因此，他的观点如果颠倒过来，刚好就切合了语言的实际发展方向，当然这样一来，他关于汉语

的全部论断也就失去了基础。

从今天的语言学研究成果来看，现代早期语言学的一些理论，尤其是关于语言优劣的判断，颇受研究

不足和经验匮乏的限制，因此，它们既没有正确地认识到语言发展的方向，也低估了任何一种语言本身的

ab		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137、134 页。

cdef		游汝杰：《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年，第 177、177、178、180 页。

g		关子尹：《语默无常 寻找定向中的哲学反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152 页。

hij		黑格尔：《逻辑学》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年，第 8 页。

k		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 年，第 1—8 页。

l		洪堡：《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第 3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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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力。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理论虽然尚没有提出最终的明确结构，但肯定了所有人类语言都源自同一的普

遍语法，每一种语言因此也就具备了与任何其他语言同样地表达任何人类一般知识的条件，并且还为不同

的语言同时以特定的方式表达人类特定的认识和情感保留了余地。

因此，诸语言之间优劣的区别是不存在的，也没有什么标准可用于判定任何一种语言是否更适合于任

何一种学术，包括哲学。然而，这也并不与如下事实相冲突：即便在今天，不同的语言也处于不同的发展

阶段，它们的词汇和句式的丰富性会有很大的差异，后者主要取决于此种语言的应用和实践的条件、范围

和历史。

总之，关于哲学语言争执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任何一种语言在基本结构上都具备足够的潜能以从事任

何的哲学思维，但是，并不是任何一种语言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都能够充分地承担哲学表达的重任，

因为一种语言需要一段时间来展开自身，包括句式、词汇和足够的背景知识。语言的这种张力的发挥依赖

于人类综合的实践和知识，而不可能在特定领域单兵突进。这就是说，倘若一种语言没有承载或表达过相

应的数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哲学思想也就难以得到有效的、充分的表达，即使翻译，现成

的词语和句式或许不敷足用，即使硬行表达了，也无法准确地传达原来的意思，当然也无法让操此种语言

的读者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所移译过来的观念和理论。这种背景知识不足而导致的误解和错误的现象，不仅

在哲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存在，甚至在最容易对译的技术性文献中也会发生。a

（三）语言哲学

人们经常提出如下一个问题：在语言学之外，语言哲学为人们对语言的理解提供了其他什么帮助或知

识？语言哲学家的回答或有差异，但无论如何都会指向一个中心，这就是语言的意义。那么，人们就会追

问，难道语言学就不考察和研究语言的意义吗？语言哲学的主流观点会提出如下的区别，语言学并不关注

语言或句子的意义的真假问题，而后者正是语言哲学的中心课题。

在这里我将讨论语言哲学文献中有关意义理论的一些最重要的观点，以说明语言哲学的主题，从而可

进一步来阐明汉语哲学对语言哲学的可能的方法论意义。丘奇与弗雷格认为：“一种恰当的关于自然语言的

语义学必须为几乎一切语词既指定涵义又指定所指。”b戴维森在塔尔斯基观点的基础上断定：“关于一种语言

的真理理论同时是一种意义理论。”c 而斯特劳森论证说，“说某个东西为真也就是说话者意谓某个东西，因

此，关于真陈述的概念必须依据一个说话者所意谓的东西加以分析”d。虽然我们不能说语言哲学就是认识论

的后续发展，但是现代认识论确实要借助语言哲学的工具，即确定表达知识的语句的真假的方式或可能的

形式，因此任何认识论最终都必须回归到语言层面。由此，我也可以说，认识论在这里与语言哲学重合了。

不过，这不是本文关心的重点，本文的重点在于，汉语哲学从其视角出发在现代语言哲学中发现了若干问

题。现在，至少有如下四个问题值得分析和讨论。

第一，“truth”（真理）e 和意义乃是现代语言哲学的核心问题，马蒂尼奇说，“主要的语义概念是真理

（truth）和指称”f。但是，“truth”译为真理，为语言哲学的汉语表达带来了许多困难。在语言哲学中，“truth”

是指一个句子所表达的事实，亦即句子的意义有其经验的根据。因此，“truth”就是指一个句子的意义的真

实的性质，它的准确的对译应是真实性或真性——尽管这个词语不是现成的。在汉语里面，“真理”这一

词语主要指某种先天的、不来自经验的理论或观念。

事实上，按照现代语言哲学的原则翻译“truth”，汉语应有许多可以用来对译的词语，比如情实、实情

和真相等。但是，真理这一词语被随手拿来翻译，固然受到此前的传统哲学的影响，但也确实揭示了以汉

语来研究语言哲学所遭受的语言表达上的若干困难。很显然，倘若“truth”这个词语的译法本身在意义上就

a		复杂的技术翻译，也会出现因语境不同而造成的误解，语境就包含实践的经验，如有一篇报道中国航空发动机“适航体系”建立的历史的

文章说：“别看只是引进翻译，但因为英语语境差异，以及工业实践缺乏，对许多条款理解各异，时常造成很大的技术分歧。”具体内容可参

见该文：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128031.

bcdf		马蒂尼奇（编）：《语言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年，第 14、15、15、3 页。

e		在语言哲学范围内，我主张将 truth 译为真性。许多语言哲学译著都把它译为真理，为了简便起见，在本文中读者可将它都视为真性，而在

引证时我并不一一予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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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含混的，那么主要源于英语的意义理论在汉语中的表达就同样是含糊的，在传达和理解上都会出现偏差，

这样，意义理论就无法准确地在汉语之中表达出来，或者，这个理论会以另一种方式建立起来。当然，这

里最大的难点还在于：在英语和汉语之间是否能够建立一种完全等值的意义理论？这就是说，由某种语言

表达的意义理论能否完全地在另一种语言中对译出来？倘若可能，那么“truth”就应当有其确定的对译；如

果不可能，那么，意义理论本身的真值就成了问题：在不同的语言中，意义理论或许是不同的。

戴维森指出：“我们能够把真理看作一种特性，这种特性不是语句的特性，而是话语（utterance）的特

性，或言语行为的特性，或关于语句、时间和人的有序三元组的特性，而恰恰把真理看作语句、人与时间

之间的关系，这是最简单不过的了。”a 倘若意义理论能够成立，那么这种特性，无论以何种语言表达出来，

都是一致的和等值的。这应当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

第二，如果语言哲学的原则是普遍有效的，那么，人们就要承认或设定，存在着一种跨语际的意义理

论。这样的意义理论可以在不同的语言中完全地表达出来，而所谓完全的表达就是指，它们是可以一句对

一句地完全对译的。或者，我们可以采用一种可行的办法来测试：它们之间完全可以重复对译，而在意义

上不会有所耗斁。戴维森认为：“一种不过是为语言定义真理的理论比起表面上的分析可能表明的要更接近

于构造一种完全的意义理论。”b 这样的意义理论当然不会局限于英语。这样的完全的意义理论与乔姆斯基的

普遍语法或有不同，普遍语法是所有语言都拥有的共同原则，它可以扩展为任何一种特定语言的语法，而

后面这些具体语言彼此之间则容有相当大的差异。c 但是，意义理论就不是这样，否则，意义的真实性在不

同的语言是不同的，而语言哲学家的信念即“命题的相同性是跨越语言的”d 就会崩溃。

奎因说：“真理一般地依赖于语言和语言之外的事实两者。”e 不过，他又说：“说在任何个别陈述的真理

性中都有一个语言成分和一个事实成分，乃是胡说，而且是许多胡说的根源。总的来看，科学双重地依赖

于语言和经验；但这个两重性不是可以有意义地追溯到一个个依次考察的科学陈述的。”f 奎因的观点无疑给

意义理论带来了巨大的困难，许多并不包含事实成分的陈述的意义在跨语言翻译时因此就缺乏有效的约束，

从而意义完全一致的对译就是不可能的，于是“命题的相同性是跨越语言的”这个说法只有在严格的约束条

件之下才是正确的。

事实上，戴维森已经看到了如下的现象，即语言际的真值定义或真理受到不同语言差异的影响：“当对

象语言里的量词的范围在某些方面过于宽泛时就会产生语义悖论。但是， 没有真正搞清楚的是，把乌尔都语

（Urdu）或文德语（Wendish）的量词范围看作不足以产生一种关于‘在乌尔都语中为真’或‘在文德语中为

真’的明确定义这种看法，对这两种语言是如何不公平。或者，用另一种方式（如果这种方式不是更严肃的

话）表述这个问题就是，在道理上，始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我们在理解另一个人的语言（真理概

念）的过程中所把握住的某种东西，是我们不可能传达给他的。”g如果一种意义理论中关于真性（truth）的

定义和条件依赖特定的语言，那么，要么自然科学、数学、逻辑和其他相应知识的普遍性瓦解，要么这样

的意义理论就是不成立的。诚然，汉语哲学的任务不是否定语言哲学，而是为语言哲学增加一个维度，意

义理论、句法理论或一般的语法理论的语言际的有效性或同一性等问题就如上面所引述的文字所表明的那

样，原本就存在，但汉语哲学则使这些问题更加清楚地凸显了出来。

第三，自然语言的含混、不确定因而包含语义悖论，使得人们倾向于寻找一种意义理论或形式化语言

来解释自然语言的语句的意义。现在我们假定，撇开各种争论和不同意见，这样的意义理论或形式化语言

是能够构造出来的。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意义理论或形式化语言是否可以自在地发挥作用？我的意思是，

这样的意义理论和形式化语言是否可以仅仅以其语言的形式产生效果，人们只需阅读它们就可以有意义地

ab		戴维森：《真理与意义》，引自《语言哲学》，第 146—147、148 页。

c		乔姆斯基：《乔姆斯基语言哲学文选》，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年，第 202、211、221—222 等页。

d	 《语言哲学》，第 7 页。

ef		奎因：《从逻辑的观点看》，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年，第 34、39 页。

g		戴维森：《真理与意义》，引自《语言哲学》，第 1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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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自然语言，或者从自然语言中获得意义？情况显然不是这样。即便假定意义理论和形式化语言的形成

无需人们之间的交流和传达，它们之运用于自然语言，尤其是运用于他人的自然语言，必定要通过交流和

传达才能产生效果，否则，它们是否有效就根本无法验证。

比如，塔尔斯基甚至认为，“语义学在诸如物理学、生物学等这类自然科学中不可能找到任何用

途……因为在这些科学中没有一个与语言现象有关，与语言表达式和这些表达式所指称的物体之间的语义

关系就更是毫不相关了”a。然而，物理学、生物学和数学、逻辑之所以能够达到塔尔斯基所谓的真性的程

度，就是因为从事这些研究的学者之间不仅通过这些科学语言，而且也通过自然语言进行交流和合作。塔

尔斯基上述论断看来包含着这些科学本身在运作的意思，而这显然是不成立的。

斯特劳森有一段相当中肯的判断：“当我们探究意义的性质时，它易于使我们忘记语句的用途是什么，

我们把意义与真相联系，又（过于简单地）把真与语句相联系，而语句又属于语言。但是，作为理论工作

者，除非我们理解了人类言语（Speech），否则的话，我们便对人类语言（language）一无所知。”b 无论真性

甚至真理，意义理论还是形式化的语言，都是为了认识和交流，因此势必要通过言语才能达到。因此，以

英语表达出来的物理学和以汉语表达出来的物理学，要在语言中达到真性，还必须通过科学家之间实际的

交流和合作，而这种交流和合作甚至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比如关于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中的引力波的验证

差不多是一个世纪之后才完成的。只有直接关涉事物的合作的行动才能最终达到对句子的共同理解。因此，

即便存在一种真性的理论，理想的意义理论或形式化的语言，可以在任何语言之中毫无差异地对译，它如

果要付诸实践和应用，也必定要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传达。这种交流和传达当然也包括语言际的交流

和传达。

于是，在汉语哲学的视野之下，语言哲学的语义、语用和语境就都遭遇了新的问题，这就是语言际的

交流和传达。先前语言哲学的理论和观点基本上是以印欧语系的语言——主要是英语——为工具和对象

发展和建立起来的。但是，真性、意义理论等都需要语言际的验证，比如，一个句子经过翻译之后，它在

两种不同语言中的意义，就成了一个问题：一个句子用汉语表达出来，与用英语表达出来，是否会发生语

义上的变化？或者更加准确地说，在什么样的环境和条件之下会发生变化，以及发生怎么样的变化。

因此，问题不仅涉及语义，而且还直接关涉语法和语境。语法的差异造成句子中的语词秩序的差异，

而不同的语言又依赖于不同的语境。如果语法相对固定，那么，语境就取决于社会状态，乃至语言与该种

状态之间的关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发现一种现象：在相同的环境之中，人们的行为事实上

还受到他所操的语言的意义的约束。这样的限制不仅体现在这些个体的对话之中，也发生在这些个体自己

的思考之中。如果他不熟悉他在特定时间所处的特定场所的通用语言，亦无法通过别的手段与当地人交流，

那么他要理解周围的世界、把握该世界的关系，必定要依赖于既有的经验，亦即要受制于他所操语言表达

的那些意义。

塞尔在分析以言行事的现象时指出：“一种语言的语义学被视为一系列构成规则的系统， 并且以言行事

的行为就是按照这种构成规则完成的行为。”c 不过，塞尔并没有区别不同的规则，比如科学规则与文化规

则之间就容有相当的差异。理解一套叙述科学或数学或逻辑知识的规则即便需要借助交流和合作，人们也

能够达到高度的一致性，他们的行为因此也能达到高度的契合。而对一套文化或社会的规范的规则，人们

就难以达到一致的理解，因此，他们依照这种规则的行为也难以达到一致性，从而也难以实现密切的配合。

当然，对一套文化或社会的规则，如果相关的人经过反复的学习、交流和训练，亦能达到较高程度的一致

理解，并且达到行为的一致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不再是文化或社会的规则，而成为技术的规则。由

此，我们就可以明白塞尔如下的观点：“陈述以言行事行为规则的努力也可以被视为是对在言语行为的背后

a		塔尔斯基：《语义性真理概念和语义学的基础》，引自《语言哲学》，第 113 页。在塔尔斯基看来，“真理概念与逻辑、数学中以及各种经验

科学的理论性部分，比如理论物理学中的许多概念相比，并没有什么区别。”《语言哲学》，第 111 页。

b		斯特劳森：《意义与真理》，引自《语言哲学》，第 203—204 页。

c		塞尔：《什么是言语行为》，引自《语言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年，第 2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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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着构成规则这个假设的一种检验。”a

还有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事实是，语言哲学家，比如塞尔，关注的是日常语言。然而，日常生活中的

简单句子只是在具体因而复杂的文化结构中才能够获得切实的意义，除非经过纯化，否则即便使用同一种

语言，在不同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关联中，意义也会大有差别，更不用说在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中了。比如，

塞尔给出的以允诺为例子的“以言行事”的 5 条语义规则 b，除了第 1 条外，其他的都是外在的规则，而这些

规则都是要经过反复的确认或检验才能达到的，这已不是日常对话，而像是一种理想条件下的对话。他在

此之前提出的 9 项条件 c，也包含太多的心理因素，是从语句中分析出来的主观意向，而不限制在字面意义。

总之，语言学的宗旨是研究语言的原则、形态、语言的社会境域和语言史，为此，它要利用有助于达

到这些目的的各种方式和途径。而现代语言哲学的根本目的则是试图通过研究语言，来了解和把握人们的

认识以及该种认识与行为的关系。因此，除了语言本身，它必须认识到，意义在语言际的传达还必须借助

语言以外的东西。语言哲学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必定需要语言以外的行为，而只有经过这个途径，语言哲学

才能达到语言际的有效性。

二、汉语哲学与心智结构和认识 d

语言在现代哲学中不仅成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而且亦是现代哲学赖以存身的根据地。不仅如此，塞尔

还认为，语言是人类根本的和基础的制度，“其他制度，诸如货币、政府、私有财产、婚姻、游戏等都需要

语言，或者至少需要类似语言的符号系统的形式，而在某种程度上语言的存在并不需要其他的制度”e。然

而，关于语言的性质，人们却依然持有相当分歧的观点。这种分歧当然也表明，尚有许多未揭明的关系以

及未解决的问题，而这正是汉语哲学发挥作用的另一所在。

在乔姆斯基看来，语言学归根到底是研究“大脑的机能，研究这种机能的初始状态，以及能够达到的

各种成熟状态” f。“总而言之，人的语言知识是通过物质机制的组合体现出来的心智状态。”g 他所专注的

“普遍语法则反映了这些先天的、生物属性决定的原则。这些原则是人类心智的一个组成部分（即语言机

能，或其中一个部分）”h。乔姆斯基把他的语言学研究归于认知科学，这种观点显然有别于当时语言哲学的

主流理论。不过，当那种经验主义理论从以批判传统形而上学为主而转向以解决问题为要务时，其观点也

就发生了变化。

塞尔认为，语言哲学是心智哲学的一个分支，语言是心智与世界关联的一种能力。i 这显然与那些想把

心智当作形而上学残留而予以消除的理论不同。在塞尔看来，意识与意向性都是生物的现象，“意识是由内

在的、质的、主观的状态和过程构成的”j。而“意识和意向性有一种本质的联系：我们只有通过意识才能理

解意向性”k。显然，塞尔关于意识与意向性的界定不是那么清楚。不过，对本文来说关键的一点是，意向性

乃是语言的特征，“意向性是心灵的一种特征，通过这种特征，心理状态指向，或者关于、论及、涉及、针

对世界上的情况”l。因此，在塞尔看来，“‘什么是意义？’‘语言怎样与实在相关联？’‘以言行事的行为的

性质是什么？’这三个问题都是同一个问题……关于心灵如何对声音和符号赋予意向性，由此而对它们赋予

意义，并因此将它们与实在相关联”m。因此，人们可以理解，在塞尔这里，语言主要落实了心智的意向性，

或者反过来，赋有了意向性的声音和符号就成了语言。

由此可见，乔姆斯基和塞尔两人持有如下的共同观点：第一，语言是人的心智的体现；第二，语言是

一种物质性的东西。但是，关于语言的性质，两人的观点是不同的，乔姆斯基认为，语言至少包含了一套

先天原则为其核心，这就是普遍语法，而塞尔并不认为语言具有这样的性质。

abc		塞尔：《什么是言语行为》，引自《语言哲学》，第 233、246、241—245 页。

d		一般而言，“mind”译为心智要比译为心灵更中肯，因为“mind”的本义是人的认知、思维和情感能力的综合，重在能力而不是状态。在本文

中，为简便起见，所引证的文献中其译为心灵的一仍其旧，行文则改为心智。

ejklm	 塞尔：《心灵、语言和社会》，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年，第 147、53、64、64、133 页。

fgh		乔姆斯基：《乔姆斯基语言哲学文选》，第 228、230、226 页。

i		塞尔：《心灵的再发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 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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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本文来说，重要的一点是，无论是乔姆斯基还是塞尔，都将语言视为心智结构或意识的物质

体现，而这正成为汉语哲学的一个领域，即从汉语哲学的视角来揭示和考察由汉语及与其他语言的比较而

体现出来的人类心智结构的共同点和差异，以及人类认知或意义由不同语言而体现出来的变化。从语言来

研究人类认识和意识，这是现代哲学的基本途径，不过，汉语哲学则可以让人们发现人类认识和意识之中

的新问题，以及先前为人所忽略的维度。

（一）普遍语法与汉语哲学

语言如何产生以及人类所有的语言是否具有一个共同的核心语法，这是两个相互隐蕴的问题。如果能

够揭明人类语言的起源，那么普遍语法就能够得到确切的验证；反之，倘若普遍语法能够被发现，那么人

类语言的起源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与此相关，就每一世代的人来说，语言究竟是经验的习得还是得自于先

天规则？进一步说，如果人类具有共同的语言的先天规则，那么人类历史上存在过的几千种语言之间的巨

大差异如何解释？

乔姆斯基创立的生成语法理论认为，人先天就具有一种作为生物属性的普遍语法，它构成了人类千差

万别的各种语言的基本结构。每一种具体的语言都是由这个普遍语法生成和转换而成。

人人具有一种生物属性：一旦接触了适量的经验，就有一套符合要求的语法会演化出来——按上述观

点，研究的重点就应该是弄清这种属性。不妨把这种生物属性看作一个函数式，它能把一定的经验化为一

种语法。通常把这个函数式称为普遍语法，其中的一部分表现为一系列原则，这些原则规定可以允许存在

哪些个别语法，并规定个别语法可以具有哪些性质。最近的研究工作表明，普遍语法应包含两个方面的理

论：一方面是有关所谓核心语法（core grammar）的理论；另一方面是有关允许在怎么样的范围内扩展、修

正核心语法的理论。普遍语法的内部结构错综复杂，足以说明为什么存在着从表面上看千差百异的各种语

法和语言。a

乔姆斯基最后一句话十分含糊却也十分重要。千差万别的各种语法和语言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普遍语法

的内部结构十分复杂，然而，它如果复杂到了包含千差万别的各种具体语言的语法，那么普遍语法还有什

么必要吗？在生成理论后期的最简方案之中，乔姆斯基的理论已经修正为原则 - 参数，从而使得普遍语法

保持为基本原则，而参数使得基于经验的各种语法变化成为可能，而不必令普遍语法成为完备语法。

乔姆斯基关于普遍语法与多样化的外表语言之间的关系在开始主要还是一个理论设想，尽管是极其重

要的设想，不过，他对普遍语法提出了颇强的论证。“在内部四通八达的大系统内，只要参数值作微小的

变化，就会通过复杂的过程引起大变动，出现截然不同的语言现象，形成不同的外表化语言。正确的理论

应该反映这些特点，因为我们必须处理以下基本事实：各种语言表面看来大不相同，然而必然有共同的潜

在结构，而且必然能在简单的事实材料基础上区分语言，否则就无法学会，而实际上语言都学得会。”b 事实

上，乔姆斯基最后一句话即“语言都学得会”是他的普遍语法的最重要的根据。我在这里还可以补充另外一

个论证，即所有人类语言之间都是可以通过翻译交流和传达的。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学得会语言的论证

是以可传达为条件的。因此，就这里的语境而言，一种语言能够学会，首先是指掌握了另一种语言的人去

学会它，其次，这种学会的现象是要通过翻译传达给持另一种语言的人。

生成理论在现代语言学中引起了方法论的革命，虽然其思想的某些因素可以追溯到古代，但作为一种

语言学方法的整体却是乔姆斯基的首创。乔姆斯基清楚地描述了他的语言学方法与当时流行的语言学方法

之间的区别：“结构语言学、描写语言学、行为心理学以及当代其他一些学说倾向于把语言看成是一系列行

为，或一系列话语，或一系列与意义结合的语言形式（词、话语、句子），或者把语言看成是一个语言形式

系统或语言行为过程系统。以这种观点看，语法只是一系列有关外表化语言的描写性说明，而外表化的语

言本身才是真正的研究对象。”c 这种对现象的外在的研究主要是经验主义的归纳，它无法解释语言的一些最

基本的特征。按照乔姆斯基的观点，人类所具有的一些“先天的、生物属性决定的原则”体现为“普遍语

abc		乔姆斯基：《乔姆斯基语言哲学文选》，第 199、253、2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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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这些原则是人类心智的一个组成部分（即语言机能，或其中一个部分）……外表化的语言充其量只

能看作附带现象。它的地位就和其他派生客体（例如押韵的对偶句）相仿，它们都是由人所获得的知识中

包含的内在语法决定的。”a 这样，语言学方法在乔姆斯基这里就是先天的、内在的和演绎的。

不仅如此，这个方法还有如下三个层面的重要意义：生成转换语法研究“从外表化语言转向语法是促

使当代认知科学发展的一个因素。认知科学是研究心智表现及其运算的理论，说到头来是研究心智的物质

体现……这一转变朝着把语言研究归入自然科学的方向迈出了一步”b。语言学的研究直接关涉认知科学、

心智结构，并且最后它属于自然科学。

从汉语哲学角度着眼，生成语法理论至少包含如下的启示和问题。

第一，生成语法理论合理地解释了汉语与其他各种语言在表达自然科学、数学和逻辑等方面的共同性、

高度可传达性和可理解性的先天——半康德意义上——基础。同时，它也解释了汉语与其他语言之间差

异的原因。

第二，因为普遍语法是一种生物的属性，而它又属于人的认知功能，并且由于前一点所述的事实，那

么我们就可以追问，语言与其所表达的世界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或者，我们是否可以进一步追问，人的

大脑的认知的生物原则与世界和事物的秩序之间是否具有某种同构性？

更进一步亦更复杂的问题是：无论同构与否，究竟是同一个世界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语言来表达，还

是不同的语言表达不同的世界？从直觉上来说，人们不太会承认或接受后一种可能性。但是，就前一个问

题，我们需要追问：如果世界和事物的结构与大脑的结构或者语言的基本结构是一致的，那么与人类语言

多样性所对应的事物多样性又做何种解释？

第三，乔姆斯基对普遍语法与特定语言和语法之间的关系做了如下的解释：“人脑都有一个初始状态 SO。

这是全人类共有的，而且显然只有人类才具有。等到具备了适量的经验之后，某甲就会由 So 出发，经过一

系列状态，最终到达一个相对稳固的状态 SB，SB 是语言机能的成熟状态。普遍语法只反映 SO ；语言学家描

述的语法规则反映 SB。”c 现在的问题是，成熟状态如果同样就是生物的属性，那么当一个人在掌握了一种语

言之后又掌握了另一种语言，作为这种固定状态的大脑生物状态是否又要发生变化？而掌握多种语言的人

是否就同时可处于多种状态？乔姆斯基似乎倾向于这样的观点：“说有一个人某甲掌握英语，那就是说某甲

头脑处于掌握英语的心智状态。这一状态有别于其他状态，例如：掌握日语。”d如果一个人既掌握英语，又

掌握日语，那么这两种固定状态在大脑中是处于不同的生物区域，还是处于同一个语言区域？如果它们分

别位于不同的区域，那么这就承带，大脑要为人类所有的语言预留位置，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如果是处

于同一语言区域，那么英语的心智状态就要与日语的心智状态相重叠和兼容，共享语言区域的神经网络。

情况倘若如此，那么生成语法理论就蕴涵了内在的不一致。显然，从作为初始状态的普遍语法到固定状态

特定语言的语法，并不是从一种生物状态进到另一种生物状态，而只可能是同一种生物状态中的不同关联。

一种更加合理的解释可以这样设想：大脑原本就具备的神经连接可以满足任何一种具体语言的特殊关联的

要求。这就承带，现象上千差万别的语言不仅在普遍语法上而且在具体语言上面都有共同的生物基础。原

则 - 参数的最简方案比上面那种笨拙的说法要合理地解释了人可以学会任何一种语言的潜能，以及可以同

时掌握几种或十几种语言的现实的条件。

第四，就本文的目的而言，汉语哲学既不挑战亦不肯定普遍语法，而是通过与生成理论的对比分析，

既发现人类语言共通性的可能渊源，又从它们的差异中揭示汉语的特殊性。比如，我们看到，在生成理论

的发展过程中，其理论模式和技术性方案因为与汉语等语言的语法无法匹配而做出了修正 e，或者即便调整

之后依然无法解释汉语语法的生成 f，而这些都揭示了若干基础性的问题：或者生成语法尚未达到成为解释

所有语言的最有效方案的高度，或者它可能永远无法达到这一目标。就人类目前所具有的语言学知识而言，

abcd		乔姆斯基：《乔姆斯基语言哲学文选》，第 226、233、226、226 页。

e		吴刚：《生成语法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年，第 54 页。

f		乔姆斯基：《最简方案》，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 年，第 167、1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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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语法理论，尤其其最新的模式和方案能否很好地解释汉语语法的变化规则，乃是生成理论能否成功的

关键。

第五，就最后的《最简方案》而论，乔姆斯基及其合作者还是深受屈折语的影响，包括英语中存留的

屈折语形式，所以他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法抛开一切屈折形态，直接以核心词与词之间的逻辑支配关系，

或者直接以词序来设计生成理论的方案，而后者就会简明得多。假定生成理论是以汉语为基础语言来思考

和设计的，那么至少 S 结构不会作为一个基本结构出现在这个理论的模式中。a 乔姆斯基如下一段话可为此

提供论证，因为长期以来，主流的观点几乎都认为汉语缺乏印欧语系语言所具有的那些熟知的规则。但是，

“尤其是认为语言是由形成语法结构式（关系子句、被动句等）的规则所组成的观念”b，在乔姆斯基看来属

于被误导的观念。“根据原参理论，语言并没有一般所熟知的规则，也没有在理论上举足轻重的语法结构。

语法结构只是人为分类而己。语言只有普遍原则和一组有限的关于普遍原则是如何运用的可选项（参数），

而没有具体语言的规则， 也没有传统意义上属于个别语言的或跨语言的语法结构。”c——这个判断有利于将

汉语解释为一个最接近普遍语法的原型语言，即变化依照最简单的原则进行，符合乔姆斯基所说的经济性。

参照乔姆斯基的这个思想，汉语研究可以直接摆脱传统的两条主要思路，要么依照印欧语系主要语言的语

法结构来构造汉语语法，要么因为汉语缺乏与此相似的外在语法而否定汉语的内在原则，而直接构造与其

他语言兼容的汉语基本原则，其思路类似于高本汉直接构拟出汉语中古语音系统的方法。这样，印欧语系

语言的那些语法标记和形态等外在现象就不再成为汉语研究的约束，而汉语简明的词序约束不再是遮蔽汉

语内在原则的迷雾，相反却是揭示普遍原则的指针。另一方面，参照普遍原则，寻找和确定造成汉语特殊

变化的因素或规则，它们反过来也可以验证普遍原则的有效性。在这样一个思路之下，汉语形式或结构的

研究，就能够进入直接而简明的正途。

（二）语言秩序与事物秩序

1. 语言的构成性

语言学家也曾尝试从语言起源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秩序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或者相反，从这种关系

的互动来探讨语言的起源。多伊彻就认为，语言寻求秩序就是整理周围混乱的世界。d如果语言学家很早就

着手研究那些在地球边远地区依然保存着的亘古以来的土著部落的原始文化和它的语言，以及两者之间的

关系，那么这种研究还有一些可能获得成果。不过，令人失望的是，这种机会已经失去。这就意味着，人

们不再有可能从最初的源头上来探讨那些古老的语言与古老的文化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从而求得对语

言形成和发展的一些外在因素的理解。e 提及这一点是要说明，语言与世界和事物之间具有某种秩序的对应

关系，这正是汉语哲学的一个视点。

前面关于语言哲学和乔姆斯基生成理论的分析和讨论表明，它们亦都蕴涵认识论的目的，即人的认知

能力与世界和事物秩序之间的关系。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原本就承带：语言成为认识论研究的主要场所。同

样，乔姆斯基的生成理论的方法论转向也带来了认识论转向的契机。

现代语言哲学虽然是经验主义的，但在其视角之下语言似乎是固定的，而不是变化的。生成理论现在

关注的重心在于普遍语法，然而，后者如何生成特定的语法，同样也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并且我们看到，

生成理论发展的实际过程是不断地从生成的效果来改进普遍语法的理论设计，从而逼近它的理想的模式。

因此，就对语言形式的解释而言，它是演绎的；但是就这种理论模式的获得方式而言，它具有实证的性质。

a		有中国学者认为：“D 结构和 S 结构的设想有利于展示句子结构的变化，如英语特殊疑问句的疑问词短语从 D 结构的原生位置移动至 S 结构

的句首位置。最简方案把语句视为声音（音系式） 和语义（逻辑式） 匹配， 任何匹配必须得到充分解读。由于句子的生成被处理为动态的推

导变化，D 结构和 S 结构己无理论价值”。（戴曼纯：《什么是最简方案》，参见乔姆斯基：《最简方案》，第 xxi—xxii 页）

bc		乔姆斯基：《最简方案》，第 5 页。

d		“The element of invention comes from thousands of spontaneous attempts by generation upon generation of order-craving minds to make sense of the chaotic 

world around them.”引自 Guy Deutscher, The Unfolding of Language An Evolutionary Tour of Mankind's Greatest Invention,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5, p. 173.

e		Guy Deutscher, The Unfolding of Language An Evolutionary Tour of Mankind's Greatest Invention, p.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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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姆斯基说生成理论属于自然科学，应当蕴涵这一层意思。

生成理论的宗旨乃是解释千差万别的具体语言形成的共同根源，而这同时也要解释以普遍语法为初始

状态的各种具体语言如何形成了千差万别的特殊状态。无论是普遍语法，还是各种具体语言，在乔姆斯基

的理论中都是处于运动之中，生成或更早的生成 - 转换这一词语就表明了如此的性质。乔姆斯基说：“语言

能力最突出之处就是我们所谓的‘语言的创造性’，说话者能够造出许多新句子，虽然这些新句子表面上与

大家‘熟悉’的句子并不相同，然而别人却一听就懂。”a 他所说的创造性实际上至少包含了两个层次的生成。

第一，从普遍语法生成具体语言；第二，说话者在具体语言之中说出自己的句子，包括若干新句子，因为

后者不是模仿的，因此就是当下创造的。

不过，在这里我要探讨的问题是，语言创造的动力是什么？当乔姆斯基把语言学研究归于认知心理学

的领域，他事实上将语言创造的动力，乃至普遍语法的渊源指向了认知。乔姆斯基认为：“语言官能 b 的状态

可以理解为认知特性和认知能力的某种排列，是人类大脑心智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作为可靠的第一次

理论逼近，初始状态对所有人来说都是相同的。”c

为了说明这一点，参照生成理论，我可以简要地设定在认知中语言需要对应的三种秩序。第一，世界

和事物的秩序；第二，行为的秩序；第三，情绪。在这三种秩序里面，世界和事物的秩序最为确定，这正

是数学、自然科学和逻辑的领域。因此，就如前面所引，塔尔斯基把它们排除在语言哲学研究的范围之外，

它们等同于真性。在这种情形下，语言秩序直接对应世界和事物的秩序。关于行为的秩序，语言哲学中所

谓以语行事就包含了这一层内容。人类文明的进展除了科学和技术的拓展，另一个层面就是行为规范的持

续建立和完善。相对于世界和事物的秩序，行为的秩序要不确定得多，这一点也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在

普遍性和有效性上弱于自然科学的原因。情绪也表达秩序，但这种秩序通常是多重的、混合的和突发的，

难以梳理出头绪，但也不等于无秩序。

人的行为秩序与世界和事物的秩序结合起来，就形成了更加复杂的秩序。但是，人们通常以世界和事

物的秩序来规定行为的秩序，这也是为了使得行为秩序简明有规则，容易认知。

就如乔姆斯基所指出的那样，生成理论只是提供了认知和描写世界和事物的基本手段，因此近似于数

学或逻辑体系。“我们可以预料语言官能相当简单，其基本属性在很大程度上由自然法则和语言之外的偶然

事件所决定。既然语言毫无疑问是一个运算系统，那么相关的自然法则应当包括（有可能仅限于）高效运

算的原则。这些考虑可以提供独立的理据来检测最简方案的研究方向是否正确。”d 数学是人类理解和描述物

理世界的基本手段，因此，人们也可以这样理解：世界和事物的结构是以数学的方式构成的。但是，它不

是世界本身，也不是事物及其秩序本身。生成理论的情况也是如此。它不是世界和事物的秩序的反映，而

是认识和描述世界和事物的秩序的根本手段和原则。语言只有在这样的原则支配之下才能够起作用。

乔姆斯基说：“普遍语法理论必须满足两项明显的条件。一方面，它必须与现存的（实在说，可能的）

诸语法的多样性兼容。同时，普遍语法在它所容许的语法选择方面必须受到足够的制约和限制， 以便解释这

些语法中的每一种都是在心里依据很有限的材料发展起来的这一事实……现有诸语法的基本特性从根本上

并不完全取决于语言学习者所能得到的材料，因而必须诉诸普遍语法本身。”e 因此，即便按照生成理论，汉

语的基本形式来自普遍语法原则，但是，汉语的具体形式或形态、各种表达方式，则是在这些原则之下进

一步生成的，亦即持续构成的。

在《最简方案》时期，乔姆斯基的说法有重大调整：“语言官能的某种状态不能视作是带有己定参数值

的初始状态的实现，而应看作是不同经验的某种偶然产物，其本身并不令人特别感兴趣，自然界中的其他

现象也是如此（这也正是为什么科学家是做实验而不是记录自然最简方案环境中所发生的事情）。”f 即便接

a		乔姆斯基：《乔姆斯基语言哲学文选》，第 2 页。

b		在乔姆斯基的语境中，“faculty”的义项当为认知的和感觉的能力，译成官能显然不切合原意，因为它单指感觉的能力。

cdf		乔姆斯基：《最简方案》，第 9、XVII、5—6 页。

e		乔姆斯基：《支配和约束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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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生成理论的原则 - 参数模式，具体语言状态被视为经验的偶然产物，但是，所有具体语言都具有其自身

的特殊形态，而后者不仅可以证实，亦具有相当大的内在一致性。尤其重要的是，在日常交流中，人们不

是仅仅理解普遍语法，而是理解每一个句子，并且通过这样的理解来行动。在这样的情形下，人们甚至根

本不必知道普遍语法，就如乔姆斯基及其学派迄今尚未构成完整的普遍语法体系，而所有的语言交流一直

都在进行一样。因此，对汉语哲学来说，具体语言的状态，尤其是汉语的经验状态，以及它与其他语言之

间的差异和这种差异所揭示出来的问题，正是它的一个主要领域。譬如，就参数而言，问题就是这些参数

如何而来，参数集内部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形成的，而这关系到一种具体语言的具体生成。很显然，在一个

特定的经验条件下，并不是每个人都可能随意生成各种具体语言，他对任何一种具体语言的掌握都需要该

种语言的秩序条件。

这就关涉到具体语言的构成，而乔姆斯基的生成理论目前还不必考虑这些参数的内容及形成的经验条

件。但是，当我们从汉语哲学视角考察诸语言的区别时，这样的问题就是重要的和基本的。生成理论所关

注的是所有语言的共同原则和起源，而汉语哲学则要考察汉语不同于其他语言的原因和条件以及这种差异

的哲学意义。在这里，所谓“以某种方式设定的参数”以及这些参数与普遍原则之间的关系，就需要通过具

体语言的研究以及与其他语言之间的比较研究才能揭示出来。虽然依照生成理论的假定，我也可以进一步

推论说，这些参数或许也是因为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基因突变而形成的，但是，基因突变而形成的稳定的遗

传却还需要通过自然的选择，而这种选择就包含许多经验的条件。可以想象，这样的经验条件容有许多种

情形。在这里，我只考虑其中的一个情形，即语言的秩序与世界和事物的秩序之间的关系。

我可以设想，具体语言的具体形式的形成，除了其他的因素之外，主要受到其与世界和事物的秩序之

间相互作用的规定。操不同具体语言的人群在认识世界和事物、行为的秩序时形成了其认识的特殊性，而

这体现在具体语言的形式和形态上面；反过来，具体语言的形式也同样作用于人们对世界和事物、行为的

秩序的理解和表达。因此，一方面正是由于世界和事物、行为的秩序的某些基本的共同形式，决定了不同

语言之间的可交流性和传达性；另一方面，也正是对世界和事物、行为的秩序的不同认知和理解，导致了

不同的具体语言形成了不同的形式和形态。

在这样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之中，在普遍语法的支配之下，具体语言的生成与世界和事物、行为的秩

序的构成是同步展开的。但是，就如世界和事物、行为的秩序又由不同的亚层次组成一样，语言的形式和

形态也就因此形成了更为复杂的亚层次。考虑到语言的现代发展趋势是由屈折型向分析型发展，那么语言

秩序与对世界和事物、行为的秩序的认知也受到合理的和节约的规则的支配，这就是说，语言秩序在发展

过程中越来越回归到基本语法或原则，而那些具体的形式和形态或——倘若采用乔姆斯基的说法——参

数越来越简化至最一般最兼容的元素。至于它们实际上究竟如何相互作用和影响，还有待于深入的研究。

2. 事物秩序的构成性

当人们对世界和事物秩序的科学认识发生重大变化时，原理、概念和实验方式即行为方式都会发生根

本转变，这是范式理论所揭示的事实，作为结果，世界和事物也对人们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a 同样，当一

个社会的行为规范体系发生了重大的或根本的变化时，语言现象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生活于不同

规范体系中的人们，就会采取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在传统中国社会，在书面语上，文言文与民间的白话

文即口语体同时通行，就是适用于不同的社会行为规范的例子。辛亥革命之后，白话文逐渐成为正式的学

术的和官方的书面语言，也是因为社会行为规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就此而论，在这里我所关注和讨论的是如下两点：由语言秩序变化带来的对世界和事物、行为等秩序

的理解和表达的变化，而这同样就意谓，不同的语言秩序造就了不同的世界和事物、行为的秩序。乔姆斯

基认为，生成理论脱离了几千年的语言研究传统，虽然如此，语言学的其他理论却也提供了理解语言的不

同维度。有认知语言学家认为：“尽管框架的基本类型，如‘位移事件 - 框架’可能是全人类所共有的，但

a		科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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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它们在不同的语言中却以不同的方式表达。”a 他们用英语、德语、法语和西班牙语的例子证明了这一

点。b如果把汉语作为对照语言，差异可能就会更大。

语言秩序与行为秩序之间的关系要比其与世界和事物的秩序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换言之，它们之间

具有更强和更直接的互动作用，或者说，彼此的秩序构成明显体现在对方的秩序构成里面。譬如，在汉语

里面，有着最为严密和完善的亲属称谓体系，相比而言，在英语、德语等印欧体系的语言中只有极其简单

的亲属称谓。理由很显然，中国传统社会建立了世界上最为复杂的人伦规范和体系，而这套称谓体系又将

这套人伦体系固定为一种语言规则。不仅如此，中国传统社会还通行同样复杂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称谓体系，

这也与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和社会规范体系直接相关。

虽然相比之下，欧洲的称谓体系要简单得多，但作为一种秩序的描述，却也引起了康德这样的哲学家

的注意。在《实用人类学》有一节题目为《关于自我主义语言的格式》的附释，康德讨论了这种称谓所体现

的人的社会秩序。

在我们的时代，国家元首对人民使用的语言通常是复数的（我们以神恩的名义，等等）……那种最高

权威的格式最初应当意味着降尊纡贵（我们、国王及其议会或者各等级）……德国人还发明了两种暗示着

对与之谈话的人物更加褒扬的表述，亦即“他”和“他们”（就好像根本不是称呼，而是在讲述不在场的人，

更何况或者是一位，或者是多位）。此后，最终为了完成对被称呼者假意的卑躬屈膝和把别人抬举到自己之

上这种荒唐事，被称呼者的地位品级的抽象概念（诸如“仁慈”“尊贵”“高贵”“宽厚”等诸如此类的东

西）取代人格而被使用。——这一切可能都是由于封建制度，封建制度所关心的是从国王的尊严开始，通

过递减，直到人的尊严完全终止，只剩下了人，亦即直到被其主子只用“你”来称呼的农奴的等级，或者一

个还不可以有自己意志的孩子的等级。——更高贵者应得的敬重的程度，是不会被弄错的。c

康德所说的这种等级秩序在汉语里有更为繁琐和明确的表现，至于表示不敢直接称呼对方本人而以指

他人代称尊贵者，在汉语里亦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形态，从陛下、阁下、足下到左右，皆是其例，而从

皇帝自称的朕到普通人自谦的愚、在下和区区等，都是这种等级秩序的体现。在这里，语言秩序体现与事

物的对等关系。这些不同的称谓词语表达和维持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秩序。这里值得注意的有两点。第一，

这种情况在不同的语言中都存在，而这种共同性揭示了社会中人际关系的某种普遍因素。第二，这样的秩

序在不同语言中有相当不同的表达，它所体现的正是社会秩序之间的差异，尤其重要的是，它体现了通过

语言所表达的对社会秩序的不同理解和认知。

语言秩序对应世界和事物的秩序，这样的思想在维特根斯坦的前期和后期哲学中都有，并且是相通的，

差别仅仅在于秩序本身应如何理解。维特根斯坦说：“人们很容易想象一种仅仅由战斗中的命令和报告组成

的语言。——或者想象一种仅仅由问题和是或否的答复表述所组成的语言。或者无数其他的语言。——想

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d 我这里自然可以接着追问：想象不同的语言，是否就等于想象不

同的生活？答案应当是肯定的，但是在这里，生活意谓一套世界和事物的、行为的秩序。同样地，这里可

以提及一下，人们一再引证海德格尔的名言，语言乃存在之家，但是，很少人会去追问这个家的周围环境，

而环境就蕴涵世界、事物和行为及其秩序，诚然，家本身也是有秩序和体现审美的居所。

3. 语言际的可传达性

语言际的可传达性就是指不同语言之间交流和理解的可能性，而这种可传达性先前通过人们的实际交

往得以实现。生成理论则在语言的生物基础上假定了它的前提，即普遍语法，后者表明，那些看起来迥然

有异的诸语言原本有其共同的原则，因此语言际的可传达性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但是，这仅仅

是理论的必然。普遍语法的原则和参数都还是处于理论假设的阶段，因此，尽管这个假设获得了越来越多

的有效论证，但即便它们得到证实，交流和传达也还是要由个人来付诸行动的实践活动。

ab		温格瑞尔、施密特：《认知语言学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5、259—264 页。

c		康德：《康德全集》第 7 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123 页。

d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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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我将与语言秩序对应的对象秩序划分为三种类型，即世界和事物的秩序、行为的秩序和情绪。

语言际的可传达性也依照这三种类型而分为三个层次。在语言际的传达中，有关世界和事物的秩序能够得

到几乎对等的、确定的传达，就如前面多次提到过的，数学、逻辑和自然科学因为被视为真性，而使得它

们能够在不同的语言之间相当准确地彼此传达，尽管这也受到一定条件的制约。

人的行为的秩序的可传达性就要弱于世界和事物的秩序的可传达性。这里有两个要点。第一，所谓人

的行为的秩序，不是指人的行为的物理秩序，而是指人的行为的社会秩序，它包含对人的行为的目的和因

果关系的理解。人的行为受人的意志支配，而准确地理解人的行为秩序，就需要理解行为的动机和目的，

从而理解其意义。但是，无论动机和目的，还是意义，要予以准确的把握，都相当困难。虽然人的行为的

理想规则可以被设计出来，就如微观经济学有关人的理性行为的描述一样，实际的人的行为却并非依循这

些模式理想地发生。就是在同一语言之中，也同样存在着传达的障碍。社会、历史和文化等关系，包括语

言本身，作为基本因素构成了行为秩序，它们对理解行为都是必不可少的。人们理解同一个社会——包括

操同一种语言——的人的行为要比理解不同时代的人的行为相对容易。就此进一步追问下去，人们就可以

发现，不同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因素的不同组合，形成了理解的种种障碍和困难。

虽然不同语言关于人的日常基本行为的理解和传达可以达到高度的一致，但是，这些行为实际上都与

不同的社会秩序、文化和习俗等因素结合在一起，因此，仅仅描述一个就餐的行为，在不同的语言中就会

展现不同的秩序，比如是否以及如何使用餐具、进餐次序、入座礼仪等，而这些秩序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之

后，在不熟悉此一社会、历史和文化环境的情形下，人们就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因此，这一方面表明，不

同的语言对应不同的行为秩序，另一方面表明，关于行为秩序的认识的语言际可传达性要低于关于世界和

事物的秩序的认识。

政治、社会等抽象行为秩序的人为性质是一望而知的，受到其通行语言的现实境域的极大约束，而

这种约束无非就是错综复杂的关联。因此，它们在语言际的准确传达就更为困难。比如，启蒙这一概念对

把握现代社会极其重要，亦是一个政治和思想的常用词，但是关于这个词语的理解在不同的语言中却显

示出相当大的差异。英语、法语和德语中的启蒙一词分别表达不同的行为，有的意思相去颇远，如英语的

“enlightenment”与德语“Aufklärung”，前者原义是照亮和启发，而后者是清理和澄清；至于汉语的“启蒙”

之蒙的本义指缠绕遮蔽的菟丝子，引申为蒙昧，即缺乏知识的状态，启蒙就是教以知识，摆脱蒙昧。自西

方 18 世纪启蒙运动以来，人们一直试图在什么是启蒙的见解上达成共识，但是，至今为止关于启蒙的理解

依然存在巨大的分歧和争论，在语言际的传达方面更是如此。除了其他的因素之外，语言秩序的差异也是

一个重要的原因。

在近来一本讨论生物技术时代的人的性质的著作中，有学者发现，“人文主义”（humanism）是一个难

以把握的词语，“这个词语的意义依其文化境域而变化”a。“在英美传统中，人文主义被等同于世俗主义的

普及，而在大陆传统中，它被等同于那种反人文运动所挑战的基本的、普遍的人道。”b 值得注意的是，人文

主义与启蒙一样，亦是一个极其重要和广泛的词语，而非普通词语，它在不同的语言和社会境域中也有这

么大的意义差异，而这种差异所体现的乃是不同语言所表达的对人的性质的不同理解。

行文至此，我要对语言际的可传达性做一个简单的总结。一种描述或对应世界和事物的秩序的语言秩

序，因为在语言中所表达的世界和事物的秩序是清楚和明确的，因此语言际的可传达性是最高的，这就是

说，这种秩序几乎可以在不同的语言之间对译。一种描述人的行为的秩序的语言秩序的可传达性要弱于前

一种秩序，因为人的行为蕴涵动机和目的，后者使得构成行为的各种关系具有多重意义，并且它们之间的

实际关联看起来是不清楚和不明确的。在原来的语言表达中，这些多义性与其社会、文化和习俗等境域一

起共存，而经过语言际的传达，这种歧义和境域多半会丧失，在另一种语言中，它们的意义只能有限制地、

片面地传达出来，而失去了原来的丰富性。人的情绪、审美体验——比如意境——和主要以概念的多义

ab		Tamar Sharon, Human Nature in an Age of Biotechnology, Dordrecht: Springer, 2014, p. 39, p.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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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展开的思辨的表达，自然、无意或有意地利用语言的复杂涵义和关联，亦属一种秩序，因为缺乏明确的

指称、清楚的关联，这样的语言在语言际的传达中，可传达性是最低的。

除以上三种语言秩序之外，还有一种语言现象也属于语言际低可传达性的范围。一种具体语言的形态

以及通过这类形态而实现的语言的特殊表达样式，是难以有效传达的，比如，汉语的律诗和词，无法以任

何其他一种语言表达出来。另外，一种具体语言本身的形态和样式，亦是难以在语言际传达的。西方哲学

的若干文献之所以难以翻译成汉语，就是因为那些作者利用印欧语系语言特有的形态进行了思想的游戏。

语言秩序的语言际的可传达性的程度也可以采用另一种方式来比较，即数学、逻辑学和自然科学，社

会科学，人文学科，最后是文学艺术作品，可传达性依此次序而逐渐递减。人工智能翻译的理论和实践从

另一个层面说明了这一点，凡是语言秩序包含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文化性质就难以通过人工智能翻译系统准

确地翻译出来。人工智能翻译系统要求达到两种语言在意义上的等同，但是，它们无法在表达复杂的社会

和文化现象的语言中找到规律。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英语或其他语言译成汉语的准确率要远远高于

汉语译成英语和其他语言的准确率，这无疑为考察汉语的独特性提供了一个切入点。a

三、传统哲学与汉语哲学界限

汉语哲学概念的提出，为理解中国传统哲学以及当代中国哲学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模式，看待既有哲

学活动的维度和看法，同时也拎出了若干为人所忽略的问题。但是，汉语哲学不等于中国哲学，通常所谓

中国哲学的若干问题当在汉语哲学的视野之外。下文我将分别来讨论这些问题。

（一）汉语哲学与传统哲学

中国传统哲学乃是当代汉语哲学活动的一个主要场所，那么，汉语哲学为人们考察以汉语书写的传统

哲学指出了何种新角度，揭示了何种新问题，或者为人们重新考察传统哲学提供了何种方法？

首先，传统以汉语书写的哲学至少可以名正言顺地属于一个合适的共同领域，不再因国别而区分为不

同国家的哲学。事实上，这些哲学因为在渊源、问题、概念、方法和风格等的一致性原本属于一个大的类

型。相对于中国哲学这个名称，汉语哲学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可用来指一切以汉语为语言手段的哲学活动。

因此，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地的古代哲学的一部分就可以纳入汉语哲学的领域之内。相对来说，中国哲学

这个词语具有明显的权宜之计的特征，它只是用一个地域的和政治的区域来粗略地指示一种在这个区域内

发生的哲学活动，而这种哲学活动本身并不限于这个区域。汉语哲学这个名称则具有相当稳定的特征。当

然，一系列的问题也就随之而起，传统汉语哲学的内在差异就会凸显出来。不过，通过汉语哲学的角度，

传统哲学可以得到重新的审视，先前的若干困难，可以转化为技术性的问题而得到处理。先前一些被忽略

的要点就会凸显出来而成为重要的问题。比如，通过汉语哲学的语言分析，就有可能消除传统哲学的某些

疑难，如从汉语哲学的角度出发，就可以大部地消解来自西方的“Being”问题的重要性。

其次，汉语哲学将重点放在理论哲学，同时坚持多维度的研究途径，因此现代哲学的各种方法，以及

现代科学的方法皆可用来研究传统汉语哲学，从而大大拓展传统哲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同时，从汉语哲学角度着眼，汉语语言的特征，包括其形式特点和发展史，既成为研究的对象，而且

是相当坚硬具有价值的问题域，又是拓展新的问题乃至领域的契机。相对于现在通行的西方主要语言，汉

语是一门相当自然的语言，没有经受过大规模的人工规范化——当然文字的简化和标准化除外。因此，在

今天，人们关于汉语的形式的认识乃至应用的分歧和争论远远大于共识。现行的汉语语法体系的基本规则

主要是从英语等印欧语系语言那里借用过来的，虽然这一做法有其合适的理由，但是，如果承认乔姆斯基

的生成理论，那么汉语语言相对于普遍语法的特定参数是什么？它们与普遍语法之间具有一种什么样的特

殊关系，从而使得汉语形式的独特性具有充分的合理性？更为重要的是，汉语形式的特殊性与传统汉语哲

学活动之间的关系，比如前面所提到三种秩序的对应，都需要从这个新的视野重新思考，先前既有的研究

a		http://ai.ofweek.com/news/2017-09/ART-201717-8420-301685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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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因此而整合起来。

在现代汉语哲学发生和成长的时期，当传统哲学在新的方法和样式下重新成为研究对象的同时，汉语

又经历了重大的现代变化，而这承带——在承认生成理论的前提下——汉语形式的参数发生了变化，而

在表面上，从传统文言文及其整个知识和文献背景，转移到现代白话文以及现代社会和科学知识的背景上

面，理解和解释的观念、思想和样式不仅面临语言的转换，同样也要应对知识境域的差异。这就既要求人

们关注意义、语境和方法的变换，又要求人们清楚地认识到问题的重新定向。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当人们

主张回到文本，回到古代哲学观念和思想本身时，他们所要表达的究竟是什么？我们可以设想几个情形来

理解这种主张。

其一，今天的人能够以与文本同时代的语言、这些语言当时的语义来理解、处理和阐释经典文献，当

然还要悬搁所有自那个时代之后的知识。这样的方式似乎能够让人回到这些经典文献当时实际所处的语境，

或者至少接近于这些经典文献当时所处的语境，从而能够回到它们的本来意义。

其二，稍微宽泛一点，以一种一般的即不分时代的古典语言（文言文或古代的语体文）来理解、处理

和阐释古代的经典文献。但是，这样的方式，包括所用的汉语的词语和句子，不可避免地混合了后来时代

的观念和思想，因此，这会把古代的文献置于不同的语境。但是，相对于现代汉语来说，至少在语言形式

和社会环境方面，这个方式或可使得人们更接近于那些经典文献。

其三，完全以现代汉语并在现代语境中来理解古代的经典文献。现代汉语从词语到句子都无可避免地

吸收和融合了来源不同的各种现代意义，尤其是来自西方其他语言的各种意义，仿效了西方语言的表达方

式。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人们只是在现代的境域之中，采用现代的以及来自西方的方法，以现代的语言

表达方式和现代的观念来理解、处理和阐释古代人的思想。

很显然，第一和第二情况在今天是不可能的，因此，回到经典文献和古典观念本身，与回到事物本身，

都仅有思辨的和抽象的可能性，而无实际的可行性。a 原因是多重而且明显的，就汉语哲学而言，汉语形式

及其语境的重大变化乃是基本的方面。就此，我可以做出一个一般的结论：汉语的演变造就传统观念和思

想意义的变迁，在思辨命题方面，尤其如此。这一点与上面刚刚提到的问题直接相关，即一个词语或一个

句子的意义离它所产生的时代和社会境域越远，它的意义就越抽象。因此，人们关于古典思想的理解、阐

释必定具有现代的意义。

（二）不正当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

与回到中国传统哲学或思想本身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哲学合法性”的争论，而这也正属于汉语哲

学及其方法论的范围。前一节通过分析表明，所有的古代观念、经典文献都只具有相对于我们而言的意义，

它们并没有完全独立的意义。如果存在一种完全独立于我们的意义，那么这种意义与我们也是不相干的。

此外，“中国哲学合法性”这个说法本身就是不合适的。很显然，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一种法律或

法则，它清楚地规定了什么样的观念、思想和理论属于哲学，什么样的则不属于哲学。否则，这个引起人

们长时间争论的问题就会很容易处理，人们只需取出那部或那套法律，用它们来衡量那些被视为中国哲学

的传统观念、思想和理论，就可以判定它们是否属于哲学。这个问题如果要有意义，那么它的问题应当是

“中国哲学的正当性”，因为正当性就是指明这样一种情况：缺乏现成可用的法律或其他规范，以判定什么

类型的观念和思想属于哲学或不属于哲学，因此有关正当性的讨论，就是需要人们来建立一套判定特定的

观念和思想是否属于哲学的法则或标准。由此，我就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所谓“中国哲学合法性”争论的

意义。

第一，所谓“中国哲学合法性”的争论主要针对现代汉语哲学之前的传统哲学，而中国传统哲学，以及更

为宽广意义上的传统汉语思想性文献，是否属于哲学，其中是否具有属于哲学的内容或包含了哲学思维，主要

a		一种主张以中国哲学解释中国哲学的所谓以中解中的策略，倘若在前两种情况下，还有合理性，但因为这两种情况在今天根本没有现实性，

因此所谓以中解中就不免一厢情愿的困境。参见张立文：《中国哲学的“自己讲”、“讲自己”》，《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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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决于当代学者和思想家，尤其是汉语哲学从业者对于哲学的理解，他们的哲学修养的深度和广度决定了汉语

传统哲学的性质、地位和意义。当然，从一般意义来说，这也取决于当今哲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第二，同理，当代汉语哲学的研究者对汉语经典哲学和思想文献的理解决定了汉语传统思想之中是否有哲

学的观念、理论和方法。事实上，我们看到，在关于中国传统哲学是否属于哲学的争论中，无论正面意见还是

反面意见，大多援用过时的、不复属于哲学的观点，以及那些历史上有意义而今天为其他学科所消除的问题。

（三）汉语哲学不是什么？

汉语哲学近几年在学术界的兴起，已经成为一个不小的热点，若干重要的学者投入研究，参与讨论，拓展

了汉语哲学的问题域和深度，也揭示了许多困难的问题。然而，自汉语哲学出现伊始就被提出的问题依然困扰

人们，亦即什么是汉语哲学？这大概是汉语哲学所面临的最大的一个难题。对此，上文已经从正面论述了汉语

哲学的一些重要方向和议题，尽管尚不全面。根据现在的研究状况、一些初步的结论和意见，下文我将从反面

补充回答，即说明汉语哲学不是什么或不做什么，从而尝试勘定汉语哲学的界限，澄清它的任务和范围。

第一，汉语哲学的任务不是让哲学说汉语。江怡认为，汉语哲学的一个任务就是让哲学说汉语。a 事实上，

先前也有若干学者把让哲学说汉语视为西方哲学著作翻译或研究那些自西方滥觞的问题的主要目的。这个说法

之所以不正确，乃是因为哲学一直在说汉语，或者一直在用汉语从事哲学活动，尽管古典汉语哲学的方向、领

域，关注的问题和方法，与其他地区的哲学有所差别。对此，我还要举出更深一层的理由：哲学原是与人类思

维和意识俱生的活动，以不同语言为手段的哲学思想在广度和深度上或有差异，而不存在有无的差异。

第二，汉语哲学主要不关涉实践领域的问题。这并不是说，实践哲学对汉语来说不重要，或在汉语哲学视

野之外，而是因为汉语哲学在这一领域并不开辟新的视角，也不揭示独特的问题。汉语哲学的重点在语言的和

认识论的领域，对这一点前文已予以了较为充分的分析和阐述。与此相关，比如，汉语哲学在政治哲学领域也

不会有其独特的意义。同理，当代汉语哲学之所以兴起的深层原因，乃是人类语言和心智的共同结构逐渐为人

所认识，同样，诸语言之间的差异因素也得到更为合理的解释。

第三，汉语哲学亦不像诸如德意志哲学或欧洲大陆哲学那样，强调地区的特点。虽然以汉语从事哲学的人

主要居于中国，但并不是以汉语从事哲学研究和思考的人，都从事汉语哲学活动。在这个意义上，汉语哲学是

一个开放的和普遍的学术方向，凡有足够的汉语知识的人都可以从事汉语哲学研究，就如许多以其他语言为母

语者成为相当出色的汉语语法、语音等领域的学者，甚至成为某些基础理论的创立者一样。进一步说，汉语哲

学也不关涉民族性的问题，民族等问题虽然构成汉语哲学的社会境域，但是它们不构成汉语哲学的研究方向和

问题。事实上，关于汉语哲学的思考，倘若不予以清楚地界定和自我约束，非常容易与民族主义等问题混淆起

来。因此，汉语哲学并不能归结为去意识形态化、去政治化或去民族化、尽管在表面上它或许可以解读出这样

的意义。何乏笔正确地意识到汉语哲学的普遍性，即它并不属于以汉语为母语的哲学家的特殊领域，但他将汉

语哲学与去民族化和去政治化联系起来，并且认为它仅仅是一种现代的思想活动，这说明，他并未认识到汉语

哲学深层的理论基础。b

〔本文为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汉语哲学”（17JJD720001）的中期成果〕

（责任编辑：盛丹艳）

a		江怡是汉语哲学的积极实践者，他在《哲学与汉语的世界对话》一文拎出了汉语哲学的若干问题，在他看来，这些问题向来存在，只是先

前缺乏一个合适的考察的视野，而汉语哲学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视野。不过，他认为，教汉语说哲学乃是汉语哲学的一个任务。（参见《哲

学与汉语的世纪对话》，《南国学术》2016 年第 4 期）

b		何乏笔：《跨文化批判与当代汉语哲学》，《学术研究》2008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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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固然已经变得更适于哲学了，但这是相对的和有限的，只是就它更能通过“总体化”方法表达实

存经验来说的。这种表达变得愈加丰富，甚至也在一定程度上变得愈加明晰，但胡塞尔的“断裂”（Bruch）仍

旧构成一种界限和限度。原因在于汉语和汉语思维对于欧洲语言和思维的根本异质性，或者说，就在于汉语对

于外来语的强大抵抗性。

（责任编辑：盛丹艳）

What Can We Philosophize in Chinese
SUN Zhouxing

Abstract: The ways to do philosophy in Chinese has been a much debated issue concerning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ow and the past, and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a typical dilemma of 
modernity. By summarizing the issue into one question, i.e., “what can we philosophizes in Chinese”, the 
present paper tries to put through such a line of thought: not locked into the formalist grammar, on the one 
hand, the Chinese speaker is excluded from the Western transcendental thinking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izing, lacking the rein of the “formal transcendence”. On the other hand, we have to admit that the 
peoples of the globe, including the Chinese people, could have the reins of thinking other than the western 
one of  transcendence, for example, the rein of generalization, common in the Chinese philosophy. But 
Husserl has a very narrow view of the concept of generalization and we need to interpret it more openly: it is 
not only the origin of the empirical sciences, but also the elemental ways of individuation for all the peoples 
in the world from the point view of existential philosophy, and the constituting force of poetry-ideation in 
literature and art as well. It could be proved that we have as many philosophies as need be, to be uniquely 
practiced by all the monologues in the world, and that only in the dimension of philosophy in the plural, all 
the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ways of thinking could communicate equally as well as universally.

Key words: philosophy in Chinese, constitution of ideas, generalization, formalization

Philosophy Based upon Chinese Language: Methodological Meanings
HAN Shuifa

Abstract: As a methodology, the philosophy based upon Chinese language reveals perspectives and questions 
that have not been discovered or recognized before. Reflecting on the general tendency of human languages 
along with Chomsky’s generative grammar, the philosophy based upon Chinese language reveals the structure 
of mind common to human beings as well as its relation to communicability, on the basis of the common 
analytical tendency and universal grammar of human languages. The philosophy based upon Chinese language 
approaches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by conceiving an ideal interlingual meaning. It analyz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manners in which different languages express the order of the world and of things, in order 
to reveal the unknown philosophical question: how human beings’ common structure of mind relates to their 
cognitive differences; it also elaborates the three orders of the world and of things corresponding to linguistic 
orders, as well as the degree of their interlingual communicability. The methodological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y 
based upon Chinese language enables us to understand that this is a philosophy mainly concerned with questions 
of speculative philosophy, such as those of metaphysics, epistemology,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nd logic, as 
well as questions of linguistic and brain science; it is relatively unrelated to the sphere of practical philosophy. 
Similarly, it is unrelated to questions about the expression of philosophy in Chinese or about nationality. The 
philosophy based upon Chinese language is a speculative philosophical study, and therefore a universal one.

Key words: the philosophy based upon Chinese language, methodology, communicability, structure of 
mind, linguistic order, order of the world and of t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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